
从 “地理枢纽”到 “革命枢纽”

———新民主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历史意义

龙其鑫

【摘要】新疆作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自古以来就有 “欧亚十字路口”的地理枢纽作用，有着地缘性的

战略地位，因而在近代成为帝国主义侵夺的对象。抗日战争打响后，国内外各方势力为争夺 “新疆问题”

的解释权和政治主导权，从各自的意识形态与立场出发，对 “新疆问题”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阐述。新民主

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其基本理念及其关于 “新疆问题”

的科学阐释，在向新疆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得到新疆政局各方的普遍认同，有力推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为

结束新疆政治社会动荡奠定了基础，也为重塑新疆地区作为 “革命枢纽”的地缘特性创造了条件，补充与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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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新疆在亚欧内陆就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性战略地位，因而自晚清以来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的侵夺对象。清朝灭亡之后，新疆又一度陷入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之中，在帝国主义干涉下不时发生

民族纷争与冲突。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各方势力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 “新疆问题”进行了不同的阐

述，并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以争夺新疆的政治主导权。其中，中国共产党也积极联系新疆的革命进

步力量，并传播党的政治和革命理念。以往学界多集中于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革命

活动①，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历程②。但是，关于新疆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传入新疆的理论形态及其关于新疆问题的诠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革命效应、历史意义等

问题还较少论述。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出探讨，希冀以此补充相关历史与理论内

容。

一、新疆战略区位与新民主主义的使命

新疆作为中国 “亚洲内陆边疆”（ＩｎｎｅｒＡｓｉ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的一部分，是由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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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革命斗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革命斗史》，《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

文社会科学汉文版）》１９８１年第１期；阿吾提·托乎提、张宏超：《抗战时期的新疆与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在抗日
战争中的历史贡献》，《新疆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杜瀚、杜飞雁：《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早期革命活动》，《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４月 （第２１卷第２期）。
古丽孜拉、胡阿提、欧阳山：《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早期传播》，《西域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李霞：《马克思主义在近代新疆的
传播及影响》，《新疆日报》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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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在西方关于中国版图的传统认知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而在上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提出的观点，近年
来逐渐为国内学界所接受。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亚洲内陆边疆包括满洲 （东三省）、蒙古、新疆与

西藏等地区，具有不同于内地汉族地区的区域社会特性。其中，新疆位于内地农耕社会与北方游牧社

会的过渡地带，在古代是后两者相互争夺的区域①。而且，因为新疆有 “亚洲枢纽” （ＰｉｖｏｔｏｆＡｓｉａ）
的地缘区位，所以近代以来又沦为英国、沙俄、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争夺对象②。詹姆斯·米华健则

从世界史角度指出：新疆位于中亚地区，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交往中起到 “欧亚十字路口”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或 “丝绸之路十字路口”（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的地理枢纽作用③。

综合拉铁摩尔与米华健的观点，从地缘政治和历史经验上看，相对于中国的其他亚洲内陆边疆地

区，新疆的战略区位重要性更为突出。

但是，从中国国家立场与历史角度看，新疆不仅战略区位显要，而且其主权得失反映着国家力量

的强弱消长———国力强则得新疆，国力弱则失新疆。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与半封

建社会，国力随之下降，从而诱使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入侵和渗透。其中，新疆的外

患尤为突出，加上内政衰败，民族纷争层见叠出。同治年间，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催动下，新疆也爆发

了规模浩大的武装起义，而中亚浩罕国与沙俄趁机侵占新疆大片疆土。直至光绪年间，左宗棠才上书

清廷指出，“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的实际情况，并认为清朝前期西北之所以能够

“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而新疆的战

略区位重要性在于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

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

无晏眠之日”④。也即是说，新疆作为中国亚洲内陆国土的国防屏障，具有牵动东、西两翼国境的战

略区位功能，其安稳平定有利于拱卫蒙古、内地地区与保障国家统一，其动荡分离则会危及西北、华

北地区与破坏国家版图完整。据此，左宗棠主张，由于新疆主权得失关系国家根本利益，因而务必收

复新疆并推行行省制。

对于左宗棠关于新疆战略区位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有很高的共鸣感，且历来重视对新疆的经

营。抗战期间，新疆继续发挥其作为 “亚洲枢纽”的作用，成为抗日战争大后方和国际反法西斯交

通运输线。新疆各族军民为抗日前线地区募捐，筹备大批物资支援抗战前线，安置内地民众等等，特

别是安置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以及为相邻的陕甘宁边区培养军事人才和干部提供基地———给当时

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⑤，中共中央多次赞誉新疆是最稳固的抗战大后方。新疆解放初

期，时任新疆党政军 “一把手”的王震将军也常常以左宗棠驻守新疆为例，向人们说明新疆的战略

重要性，以此鼓励人们 “在祖国西北边陲建功立业”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很清楚，晚清以来

新疆在英国、沙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干预与挑拨下，不时爆发民族纷争与冲突。辛亥革命以后，新疆

还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之中。对于新疆的内忧外患，举国上下难成有效的对策。特别是１９４３年
３月新疆 “三区革命”⑦ 爆发，军阀盛世才随后倒台，国民党当局趁机主政新疆，不仅没有实现新疆

的和平稳定，而且一度加剧境内的政治分裂。对致力于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实现新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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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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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３月，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强迫各族牧民捐献军马，而捐马负担主要落在伊犁、塔城、阿山地区民众身上，于是三区民
众掀起武装起义，随后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于伊宁建立政权。盛世才下台及国民党主政新疆之后，新疆形成伊、塔、阿 “三区”和国

民党新疆省政府的相持局面。国民党当局称 “三区革命”为 “伊宁事变”，称三区政权为 “伊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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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民的解放和维护国家统一，成为其必须肩负的历史任务。

在中共党史的叙述中，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标志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为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
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成果，其理论、纲领与政策基本成型于

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发表的 《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就在

于革命领导权由资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与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念主张联合一切民主阶级而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包括 “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并以 “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为主要的革命对象，其革命纲领包括

“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总路线，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４月召开的中共七
大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就是要 “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

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①，其中在边疆民族方面则承诺 “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

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②，从

而新民主主义在政治上涵括了实现广大少数民族解放的内容，在向新疆传播过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传

入新疆的具体理论形态。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完成反对帝国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改善新疆民族关系与维护国家版图完整，必然成为新民主

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二、“三区革命”后各方关于新疆问题的立场

新疆作为 “问题”而为国人和国际社会所广泛和高度瞩目，主要是因为新疆在抗日战争期间发

挥了大后方与对外交通主线的战略作用。１９４３年为反抗军阀盛世才的残暴统治，伊犁、塔城与阿勒
泰的少数民族发动起义，促成了 “三区革命”，令抗战之际的国人更加意识到新疆对全国政局的重要

性③。当时，代表中国政府的国民党当局、与新疆接壤的苏联、三区革命政权以及代表民间舆论的知

识界，成为参与 “新疆问题”争论及博弈的主要涉事力量和关注方，并分别持有迥然不同的认识与

立场：

其一，国民党当局及其 “中华民族宗族论”。抗战时期，为了强化全国控制，国民党当局抛出了

“中华民族宗族论”，认为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 “小宗”，未来应当 “同化”到作为 “大宗”的

汉族中去。三区革命爆发后，吴忠信赴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就立即发表 《告新疆民众书》，首要宣扬

蒋介石的 “中华民族宗族论”，将各少数民族贬低为 “宗族”，试图以此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维护对

新疆的统治④。“中华民族宗族论”在政治文化上反映了国民党当局的中央集权欲望，在其看来，新

疆问题主要源于新疆军阀割据导致的 “政治独立”，不但违反 “中华民族宗族论”宗旨，致使新疆及

境内少数民族未能得到中央的有效管理，而且为外国势力干预新疆政务和挑拨民族关系制造了机会。

因此，解决新疆问题的基本措施是推进新疆主权、治权的 “中央化”，以及行政上的 “国民党化”⑤。

其二，苏联及其在新疆的革命策动。１９世纪后半期，沙皇俄国基本完成对中亚地区的吞并，对
新疆西部与西北边境线构成地缘压力，并借新疆与内地交通艰难之机而利用经济贸易渗透新疆地区，

不时介入干预新疆政治事务与民族关系。十月革命后，沙俄倒台，苏俄／苏联取而代之，继承了沙俄
时期对新疆的政治与经济贸易关系。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军阀都曾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

治地位。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由于苏联在与纳粹德国作战中一度失利，盛世才见风使舵，投靠蒋介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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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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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并驱逐苏联在新疆的经济与军事势力，自此与苏联关系破裂。逢１９４３年新疆伊犁、塔城、阿山
三区发生少数民族抗争，苏联对其实施策动与军事支持，以此作为 “与中国结盟谈判的外交筹码”①。

其三，“三区革命”内部保守势力及其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三区革命政权内部成分

复杂，前期政权一度由艾力汗·吐烈②等保守的民族与宗教上层所把持，他们成立所谓的 “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对三区军民进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宣传，主要包括：把新疆问

题归咎于 “异教徒”和汉人的统治，将反抗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 “三区革命”歪曲成对抗

“异教徒”和 “汉人统治”的 “圣战”③，主张在伊斯兰教和大突厥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政教合一

的民族国家，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其四，中国知识界的学术认知和政治立场。当时中国知识界通过学术研究，主要从历史角度阐述

了他们的政治立场。有的学者认为，新疆动乱肇源于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民心背向，而关键在民族政

策的失误，“累疣于今日”而酿成了当前的消极局面④；有的学者认为，虽然 “过去国内的不统一，

交通的阻滞，视新疆如化外，民族关系的不条整，国际势力的因利乘便”是新疆问题的起因，但帝

俄侵略和苏联干涉才是主要原因⑤；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矛盾是新疆问题的主要症结，而以往新疆割

据军阀及汉人军官负有很大责任，因此 “民族间的谅解”，尤其是汉族对其他民族的 “同情之感”是

新疆问题解决的前提⑥。

以上是当时对于新疆问题的主要认识，各方都有各自的看法和立场及其背后的政治利益。由于各

方未能达成认知和立场一致，从而也不可能为解决新疆问题提供一个周全的政治方案。其中，三区政

权与国民党当局之间不时发生政治斗争与军事冲突，而苏联出于政治考虑不便公开介入，知识界则因

缺乏政治与军事实力而逐渐退出论争舞台。期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主革命中的实力与作用日

益增强，因而逐渐以积极姿态参与到新疆事务中去，一方面是为了促进新疆各方朝和平方向发展，另

一方面是为了积极争取新疆的政治与革命领导权，而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传入新疆的。

三、新民主主义视角下新疆的民族问题与 “革命枢纽”地位

抗战以后，许多关心边疆局势的人士无不对新疆问题进行思考，或分析其成因，或提出相关对

策，或预测新疆的发展走向等等。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解决以上问题还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视角

出发，理清两个问题———新疆问题的性质是什么？新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一）新疆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民族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话语中，中国民主革命发端于１８４０年的 “鸦片战争”，这是因为中国人民

由此而开展了近百年的反对外国侵略的革命斗争⑦，因而如西达·斯考切波所言，“中国革命进程中

具有民族解放斗争的因素”⑧。在此过程中，由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地区，帝国主义对中国形成了全

方位的侵略态势，而作为西北边疆战略要塞的新疆则成为主要的侵略区域。但帝国主义需要在新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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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 （１９４４—１９５０）》，《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艾力汗·吐烈，苏联乌兹别克人，出身宗教世家，鼓吹泛伊斯兰主义而被苏联逮捕，逃往中国新疆伊宁、库车等地经商讲经。期

间，他将穆斯林的苦难遭遇归咎于异教徒统治，号召在新疆发动 “圣战”赶走汉人。１９４４年，他趁伊宁民众反抗军阀盛世才之
机，鼓动武装暴动，成立 “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和军队元帅，主张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１９４６年之
后，三区革命政权改组过程中下台，被苏联押返阿拉木图。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８页。
陈澄之：《新疆伊宁事件之分析———西北近闻摭萃》，《新中华》１９４６年复刊４卷第１１期。
丁瑞馨：《新疆现状怎样改变》，《突厥》１９３７年４卷３、４期。
周东郊：《论新疆问题》，《西北通讯 （南京）》１９４７年第５期
《毛泽东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７页。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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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扶植自己的代理人才能维持侵略统治，而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本质决定了

他们必然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新疆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其具

体方式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对新疆少数民族实行 “分而治之”的族际制衡策略。“分而治之”是历任新疆地

方统治者的族群治术，试图通过制造新疆民族隔阂而缓解自身的统治危机。对此，赛福鼎·艾则孜①

回忆指出，解放以前，新疆地方统治者常挑起各族之间自相残杀，乐于看到各族之间的分裂，因为这

样他们就可以 “坐山观虎斗”，“融蚌相争，渔翁得利”②。

其二，在军事上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抗争采取残酷的镇压与屠杀。由于历史上新疆少数民族曾多次

发动起义斗争，因而一直被历代中央政府和新疆当局视为 “难驯之民”，在 “平定”过程中可任意捕

杀，“清乡、剿匪、搜店、搜山等等皆为屠杀之别名……更常有籍剿匪不得，而乱杀无辜者”③。

其三，在文化上采取民族歧视政策，贬抑新疆少数民族的地位。以持有大汉族主义立场的国民党

统治当局为代表，其通过把各少数民族定为 “宗族”而贬低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地位④，特别是

把新疆少数民族 “反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血腥军阀统治，要求自治权利”的政治诉求污蔑为 “叛

民”行为，并以此为由拒绝少数民族的 “民族自治要求”⑤。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中，以上民族压迫行为皆源于国内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统治

者 “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⑥，其背后则是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新疆

民族解放运动既有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有反抗国内民族压迫的历史使命。简言之，新疆问题

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民族问题。

（二）新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枢纽与主战场之一

在传统中国官方与社会认知中，新疆作为内陆边疆是一个边缘性的地域存在，在革命与抗战过程

中也不例外。但随着２０世纪初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苏俄共产党提出，俄国
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民族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的一部分，成为世界革命的主战场地区，其实质是 “殖民地和从属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民族中

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这些殖民地和这些民族的财政剥削、政治奴役和文化奴役”⑦，这一思想逐渐

向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传播开来，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认同。１９３９年毛泽东继承列宁的观点，从
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和中国抗战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⑧，同时主张中国要和亚非拉各民族、英美苏的反法西斯主义力量团结起来⑨。其中，中

国共产党又认为，苏联是当时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支持力量，从而与苏联接壤的新

疆成为中国联系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和反法西斯斗争的战略大后方。１９４１年７月，中共中央在给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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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福鼎·艾则孜，新疆阿图什人，１９４４年参加三区革命。新疆解放前夕，赛福鼎率新疆代表团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赛福鼎历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书记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务。

赛福鼎·艾则孜：《赛福鼎回忆录》，上海：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８２—８６页
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新亚细亚》１９３４年第７卷第５期。（余贻泽是左翼学者，于１９４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见赵荣
声：《回忆卫立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４１页）
《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页。
新华社：《新疆谈判破裂，蒋介石拒绝民族自治要求，人民不承认麦斯武德主新》，《人民日报》１９４７年７月１６日第１版。
《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１３页。
《斯大林全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１８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３３页。
毛泽东：《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６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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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成立七周年的贺电中，就高度肯定了新疆作为 “抗战最巩固的后方”的战略地

位①。由此，中国革命不仅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获得了世界性意义，新疆在中国人民反

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枢纽性地位也逐渐显现出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对中国共产党发起内战，毛泽东由此提出，二战后，美国

帝国主义已经代替法西斯主义成为威胁全世界和平的反动力量，于是他主张 “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

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

的统一战线”②。美国方面，为了对抗苏联与支持国民党当局，从而加紧在新疆的渗透活动，不仅指

使麦斯武德、乌斯满等民族分裂分子开展反共活动与宣扬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想③，而且妄

图支持国民党军阀马步芳在新疆建立 “大穆斯林国家”④，破坏新疆和平解放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

１９４９年６月，斯大林在中苏两党会谈上向中国共产党代表证实了美国策划在新疆建立 “突厥斯坦共

和国”的阴谋，从而建议解放军尽快进入新疆，并表示提供军事物资支援⑤。

为了反击美国的阴谋，中共中央向新疆三区方面发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９月７
日周恩来在会上对少数民族代表指出：“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的挑拨。”⑥ 另一边，中共中央解放军下达紧急进军新疆

的指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委则在９月２８日发出指令，对将士们指出，“新疆是我国最大的一个行
省，油源及其他矿藏极其丰富，久为帝国主义所垂涎……我们必须充分做好作战准备，以防万一，消

灭反动派在西北的残余势力，解放祖国边疆，以便开发油源，修建铁路。这对发展经济，巩固国防，

有极其重大的意义”⑦。

综上可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疆接壤苏联与作为 “亚洲枢纽”的战略区位。在新民主主义

的理论诠释下，新疆的边疆区位不仅没有在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中成为边缘力量，还被定位为反对法西

斯主义、帝国主义的革命枢纽与主战场之一，这一诠释在向新疆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革命整

合作用，这将在下文予以论述。

四、三区革命与新疆革命枢纽地位的彰显

２０世纪之后，国际上的民族主义思潮传入新疆，在新疆历次民族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传入与发展，一些狭隘的民族与宗教上层趁机将民族斗争导向民

族分裂，给新疆各族人民造成了相当长时间的政治困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陆续进入新疆。开

始有计划地宣传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战争的打响、三区和国民党当局在省联

合政府问题上的破裂以及三区革命的进步领导人的积极传播，新民主主义在三区广泛传播开来，促进

了三区军民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一）成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

１９４６年冬季，三区革命代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利用在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之机与董必武会
面，表达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区革命，承认并接纳 “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加入中国共产党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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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电贺新疆反帝军、反帝会成立七周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６８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５７—１３５８页。
《包尔汉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２９—１３２页。
包尔汉：《日记片段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至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８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

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８７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４—４５页。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９１—３９２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４０页。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和平解放》，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０—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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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董必武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一意愿，而中共中央则复电表示愿意 “与新共同盟第一步建立友谊关

系”，除原则上欢迎新共同盟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外，还特地安排 “将毛主席著作、党章、少奇报

告及其他印发文件”交给阿巴索夫，并要求他带回新疆翻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出版。董必武转

告阿巴索夫并指出，“新疆的进步组织能合并的话经过协商合并起来这样有利于形成力量，更好地斗

争”①。１９４８年８月１日，三区通过分析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
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以作为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组织，并在１１
月１２日发表 《告全省人民书———纪念三区革命四周年》，号召各族人民同麦斯武德、艾沙等反动分

子进行斗争。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１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由阿巴索夫任代表作题为 《目前政治形势和

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 《论联合政府》的基本精神，号召全

疆人民动员起来，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解放战争②。

（二）涤除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宣传新民主主义基本理念

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感召，三区方面通过开会、广播、报刊等方式，推动新民主主义理念

及其民族政策有规模地在三区的传播，其中，三区革命进步领导人的积极宣传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

是全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新民主主义基本理念与民族政策在三区军民中的传播达

到了空前力度。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阿巴索夫通过讲话、发表报刊文章等方式，向三区军民宣传了毛泽东 《中国革命

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的基本精神，并呼吁新疆民族解放运动应争

取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阿巴索夫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为少数民族人民群众 “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政策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现阶段就是正在开展

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更大成就；新疆各本地民

族人民只有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帮助下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了胜利的

条件下，新疆人民的解放和新疆的民族问题才一定能够彻底的正确的得到解决”③。

另一方面，针对三区社会内部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３日，阿合买提江召集三
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的群众组织代表，召开会议并反思指出：“在革命开始时，是为

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而开始的。革命的目的和方向是 ‘民族独立’……他们把 ‘自由’、‘解放’和

‘民族独立’联系起来，认为有 ‘民族独立’的地方才有 ‘自由’，没有 ‘民族独立’的地方就没有

‘自由’”④。６月６日，阿合买提江继续指出，“在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初期……曾把全体汉族人民同
国民党强盗等同起来，把全体汉族人民同一小撮腐败的国民党汉族贪官污吏、匪兵和警察混淆起来；

而认为所有的汉族人都是敌人，结果，我们便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敌我地打击和枪杀了自己的朋友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不正确的政策”⑤，因此三区军民应当 “迅速克服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的

第一阶段，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那些错误，无论是哪个民族，都应该不分民族，来建立没有国民党、

没有帝国主义统治，以各民族的真正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事实上的新民主主义政权”⑥。至８月，为
了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参与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阿合买提江向三区军民宣传了毛泽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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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关于 “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① 的政治思想，他指出，

“保障各民族真正平等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实行民主政治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所以，任

何一个人如果希望自己民族获得解放，那他就应该为实现民主政治而斗争。民主政治只有通过各民族

共同进行反对专制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实行狭隘的民族主义只

会适得其反。因此 “谁希望自己的民族获得解放，谁就必须为其他民族的解放斗争，谁就必须无情

地反对民族主义者”②。

（三）牵制国民党西北军事力量，配合全国人民解放战争

为了响应与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区革命政权宣布：在军事上支持中国共

产党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认同新民主主义关于反帝、反官僚和反封建的革命路线。于

是，三区革命领导人通过大会讲话和报刊宣传等形式，对三区将士进行思想动员，一方面涤除民族军

内部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另一方面树立与培育民族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以积极配合全国人民解放战

争。其中，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就发表文章指出，三区民族军之所以是反抗封建
军阀统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革命军队，其主要原因是 “民族军本身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种

政治目的是民族军所有将士具有爱国主义觉悟的精神力量所在”③。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及其理

念在民族军中的传播，民族军动员起来，“在玛纳斯河西岸修筑坚固工事，坚守防线，武器弹药也不

断增加，对国民党形成威慑力量，使之不能入关支援甘、青等省作战，以牵制国民党的有生力量”④，

为解放军的西北作战赢得良好的局面。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８日，基于三区革命的政治地位与三区民族军在全国解放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毛泽
东向三区方面发出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信，信中明确，“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

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⑤，

由此而确认了三区革命的人民民主性质，充分肯定了三区民族军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遗憾的是，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与穆努诺夫等三区革命领导人在前往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随后，由赛福鼎·艾则孜作为新疆少数民族和三区革

命代表，代替他们出席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明确指出，
“全新疆人民经过了长期的武装与和平的斗争，已清楚的了解了新疆人民的解放，一定要和全国人民

解放同时解决，所以一直的拥护和期待着全国的胜利解放”⑥。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２日，赛福鼎·艾则孜
在 “三区民族革命八周年纪念会”和新疆、乌鲁木齐各族代表集会上继续指出，“三区民族革命运动

虽然存在着缺点，主要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革命遭受了不少曲折。但这一革命运动给了我们

很大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到 “新疆人民的革命事业，只有和全国人民革命事业共同进行，才能得

到彻底胜利”⑦。

综而言之，三区革命之所以被承认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原因在于其接受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认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特别是认清民族解放不等于民族独立。而且，三

区军民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有效牵制，使解放大西北战役形成东西两翼遥相呼

应的有利局面，促进了全国、全疆各族人民解放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在实践上向全国展现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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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地理枢纽”到 “革命枢纽”

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一部分的革命形象。由此，此前一直被视为新疆事务的介入性力量的苏联也彰

显了其支持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国际主义性质，而与苏联接壤的新疆也充分彰显了自身促进中国人民

民主革命联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枢纽作用。

五、余论：新民主主义传入新疆的后续效应及其意义

随着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特别是解放大西北的胜利推进，以陶峙岳、包尔汉为代表的

新疆国民党主和将领和开明政要产生了起义意愿，因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新疆有望实现和平解放。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陶峙岳代表驻新疆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向中共中央表示认同新民主主义革
命理念，“深愿在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力”和 “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

放军总部之命令”①。９月２７日，赛福鼎代表三区革命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表示欢迎，认为 “这种

符合人民要求的声明是正确的，也是新疆人民的愿望”，同时也宣告 “今后在和平环境下，为全疆人

民的自由而奋斗的三区人民，坚决保证必能和全省人民一道，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奋斗到

底”②。于是，在三区民族军与苏联方面的支援下，解放军挥师西进，并于１２月１７日在乌鲁木齐与
三区民族军、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宣告新疆和平解放以及新疆军区和省人民政府成立。新疆和平解放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疆的基本胜利，由此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新疆的政治社会动荡，而作为

“亚洲枢纽”的新疆也将迎来新的局面。

首先，晚清以来的内忧外患暂时缓解，新疆成为新中国联系亚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哨站。新中国

成立以后，在外交上实行 “一边倒”政策，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如此一来，

由于与苏联中亚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新疆成为亚洲大陆地区社会主义国家交往联系的区域枢

纽，而苏联也以新疆为区域媒介支援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这一良好的地缘互动关系一直维持到上

世纪５０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地区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新疆的地缘压力
随之缓解，作为当代中国联系中亚、西亚、欧洲等亚欧内陆国家与地区交往的区域中枢，继续发挥

“亚洲枢纽”的作用，承担新时代 “一带一路”总规划的前线任务。

其次，新疆纳入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加强与内地及其他边

疆地区的联系。三区革命与国民党起义人士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认同，有力推进了新疆和平解放的历

史进程。而新疆和平解放后，经过建党建政，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的政治秩序在新疆得以

建立起来，为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创造了积极条件，促进了新疆在政治、经济上与全国各地

的接轨。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和 “兰新铁路”及其他交通路线的开建，大大促进了新

疆与内地地区的交流、交往、交融进程。新疆和平解放后，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新中国对新

疆地区的治理都达到了空前水平，而新民主主义为此铺平了道路。

最后，新疆的和平解放，标志新民主主义在新疆的基本胜利，补充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

边疆地区的理论和实践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基本理念在新疆的

传播过程中，得到了新疆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党起义人士的认同，为整合新疆政治格局与和平解放奠

定了政治基础，实现了其他主义所难以实现的目标。这在实践上佐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合理

性，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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